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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排他性属性在经济学物品属性分析中得到充分的研究并形成普遍适用的理论，参考并适用经济

学中非排他性属性分析有助于理解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我国传统私法尤其在物权法中强调的是对物的排

他性权利，而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显然有别于物权法的规制与调整，并且其决定所适用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具

有特殊性。因此，非排他性属性作为公众共用物的根本属性，决定其不能笼统地适用现有的物权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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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理论的适用及对传统私法的反思

2012年，我国法学理论界提出“公众共用物”

这一术语。公众共用物（commons）“系指不特定多

数人（non-specific most people）可以非排他性使用

（non-exclusive use）的物（财产、环境要素和自然资

源）”[1]。公众共用物并不局限于物质实体，还包含

物所包含的功能、性能或空间。非排他性是公众共

用物的本质属性，决定其是国家所有财产或公有财

产或国家财产、集体所有财产、私有财产之外的一

种独立形态的财产[2]。因此，在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

设中，更应为公众这类独立形态的财产类型提供良

法之治。 

公众共用物属性主要是指公众共用物的性质、

特征、本质、特性、特质，是公众共用物的本质反

映。对公众共用物进行属性分析有重要的意义，公

众共用物属性分析使其区别于其他不同形态与表

现形式或类型的物种、资源、物品、财产、资本等；

同时这种分析可为公众共用物基于属性的变化而转

化为另一种形态的物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公众共用

物的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失去其属性，那

么公众共用物此种形态的“质”将失去而转化成彼

种形态的事物。公众共用物这一特殊类型的物、空

间与服务或功能，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属性才使其

与其他资源、财产、物品、资本等有所区别而独立存

在，因此对公众共用物的属性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经济学中物品非排他性属性分析在公众共

用物上的适用

（一）经济学中物品属性分析法。非排他性属性

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研究与分析。非排他性/排他性

与非竞争性/竞争性属性是物品分类的基本依据。

在经济学中，物品的排他性是指是否可以排除人们

使用这种物品；而物品的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物

品是否会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3]。因此，如

果消费者在消费物品中难以排除其他消费者对该物

品的消费，那么就是物品的非排他性属性，反之是

其排他性属性；如果在消费该物品时，任何消费者

的消费不会引起或导致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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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那么就是物品的非竞争性属性，反之是其竞

争性属性。非排他性属性用经济学语言表达，是指

不论一个人是否支付这种物品的价格，他都可以使

用这种物品，即这种物品提供给社会的任何一个人，

谁都可从中得益；而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

物品的产出水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物品，不会

引起其生产成本的任何增加，即消费者人数增加所

引起的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4]。因此，一种更有帮

助的考虑资源属性的方法是：排除其他人使用资源

的困难或可行性（排他性）程度和占有者对资源的

使用减少为其他人所留的资源数量的程度[5]。这种

方法就是排他性和竞争性属性分析法。 

（二）公众共用物属性分析对经济学物品属性分

析理论的适用

1.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的适用以理解其提供

主体主要是政府。公众共用物涉及自然资源、环境

要素，公共或共同财产，公共物品与共同物品，自然

资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人造资源或人造资本等

这些资源中非排他性那部分资源与资本。公众共用

物这一事物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其内涵与外延

具有广泛性，它是当今时代的需求与国家基本服务

理念的体现，也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及社会可持续性

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公众共用物满足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满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人类共同交往中需要公众共用物，而在市场经

济中，由于公众共用物的这种非排他性使其并不能

像私人产品一样自由交易，虽然公众共用物的产权

难以确定或并未确定，因此决定其提供者一般是政

府，而不是市场机制，但并不意味着公众共用物完

全不能进入市场机制，其在一定条件下可通过市场

机制来调整供需关系，例如水权交易。公众共用物

很大部分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政府通过保存或维

持其持续性来供给。公众共用物不仅满足私人生活

需求，更是满足公共生活需要。非排他性是公众共

用物的基本属性，指导公众共用物类型化研究并形

成相关制度。 

非排他性主要是使用者或消费者之间不存在

排除现象，排除用通俗的语言表示是我能使用或消

费而你不能使用或消费，而非排他性是其反面，竞

争性影响使用效果。也就是，消费者使用该物品会

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那么该消费者对该物品的

消耗会逐渐减少该物品的数量或质量，最终导致其

他人不能再消费该物品，因此竞争性影响使用效果

和非排他性属性程度，正如“如果在法律上我们都

有权使用某项资产，但是我去用就会影响你使用的

效果，我们将这种财产称为共同财产，它的特点是非

排他性和竞争性”[6]。非排他性主要分为经济上的非

排他性、技术上的非排他性、主观上的非排他性、制

度规定的非排他性[7]。根据布坎南的正统定义，非排

他性在市场经济中失效，并不能由市场来提供，正统

定义中的非排他性是针对极端物品而言的[8]。而非竞

争性，并不是无限地消费或使用，即使是环境法中

的环境或自然资源的使用，也有环境容量或阈值限

制，超出那个界限或承载限度与能力，会导致过度

消费或使用，适用于公众共用物上正是所谓的“公

众共用物悲剧”。参照并借用经济学中物品非排他

性属性分析法，公众共用物的提供主体主要是政府

可得到更好地理解，并且其非排他性属性也能得到

充分论证。公众共用物涉及物品中的公共物品，其

与公共物品一样易出现“搭便车”现象，在市场中

私人市场通常不能提供这种物的需要，因为在市场

中通常所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它们是

排他性的，而市场不能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

用物本身以及其相关的服务功能与空间，因此政府

才是公众共用物的主要提供者。

2.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分类的适用之具体表

现。参照经济学中物品属性之非排他性分析，公众

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具体表现为[9]：经济上的非排他

性，是使用者使用公众共用物难以排除其他使用者

对其使用，即使能排除，但由于排除其他人使用的

成本过高，使排除他人使用该物失去经济可行性。

技术上的非排他性，是到目前为止基于技术的有限

性，使用者排除其他使用者使用该物在技术上不可

行。主观上的非排他性，是某些公众共用物一旦提

供，任何人主观上无法排除自己使用该物，不管主

观是否有使用愿意，如维持人生命系统所需要的氧

气。制度规定的非排他性，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或价

值判断，或国家政策需要，对某些本可排他的物实

行非排他性的使用，如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公园、

海滩、街道等。习惯上的非排他性，是指公众共用物

中很大一部分是自然赐予的，人们对其使用是一种

习惯性事实，从人类产生那一刻，人类就面对自然，

因此对其使用构成一种习惯权利，这种对共用物使

用与享受的习惯权利具有非排他性。自然法上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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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是指根据自然法中基本价值取向如正义、

公平、理性、善等，在人类主观先念中，使用者并不

能排除其他人使用该物，所有人对该物进行共同使

用与享受，使用者对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权利，从自

然法角度看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对共用物使用的

自然权利具有非排他性，不能被任意剥夺。历史上

的非排他性，是从历史权利角度看，主要涉及全球

公众共用物的使用，这里的使用主体通常主要是国

家，国家对全球或国际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是非排他

的，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要求，同时从历史中可寻找

相关依据，如国际法中公海自由、南极制度、外空制

度等。道德上的非排他性，是指从道德权利看，依据

道德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使用者对公众共用物的使用

不能排除他人或其他主体的使用，如民族风情风俗

的使用与享受。法律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法律中

明确使用者对该物的使用，满足使用者条件的都能

使用，而都具备使用条件的使用者之间是难以排除

的，如法德日公产（物）制度中涉及的小部分共用物

的公共使用、英国公众共用物法的规定、美国自然

资源公共信托理论在法律或判例中所形成主体使用

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属性等。习惯上的非排他性、自

然法上的非排他性、历史上的非排他性、道德上的

非排他性以及法律上的非排他性，主要在于出发的

角度与落脚点的差异性。

3.公众共用物可转化性的适用。除此，在经济

学中物品的属性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转化。物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

争性会因技术条件、制度条件以及消费者人数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使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降低

或上升[10]。例如不拥挤的桥梁，或不拥挤的道路，

或不收费的公园等，当出现拥挤状态或饱和点时，

会产生妨碍其他车辆的通行或其他人的观赏，会产

生较高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时其非竞争性会转化为

竞争性，物品的属性发生变化；再如，公共物品基于

条件的变化，其属性可发生变化，变成私人物品[11]。

同理，公众共用物的属性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

化，体现在自身数量和质量上，但公众共用物属性

的转化更复杂。公众共用物是一种具有数量和质

量的物，其中某些数量的属性发生变化，并不意味

着整个公众共用物的属性发生变化，而只是在数量

上减少该公众共用物，或说该公众共用物的数量减

少，这仍是公众共用物的悲剧。如广场，如果广场的

一部分被私人占有，并未改变该广场的公众共用物

非排他性，但却发生公众共用物数量或面积减少悲

剧；一个城市原有100个广场，如果有10个广场被私

有化，这不等于剩下的90个广场的非排他性也改变

了，但此时发生公众共用物减少的悲剧，广场发生

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形。因此，应动态地分析公

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属性量与质方面在条件发生变

化下所导致的物的可转化性。

二、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属性对传统私法的反思 

传统民法中的物以有体物为限，并能够为人力

所控制。而物权法中物权具有绝对排他性、直接支配

性、长期性，对私法中物的使用一般是排他性使用。

著名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认为：所谓“排他的权利”，

指物权具有“排他性”，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

力”，这是法律的强行规定而不是物权的自然属性[12]。

并总结说“实际上，物权的排他性，就是划分公权力

与私权利的界限”[13]。物权的典型属性是排他性，而

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属性是其反面，即传统私法中，

权利主体对物的使用、收益、处分、占有具有排他

性，能排除其他主体干涉的权利；而公众对共用物的

利用与享受并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享用，公众使用共

用物的非排他性不同于权利主体使用私权客体的那

种排他性，反思这种区别，其表现在：

首先，在逻辑上，公众共用物存在非排他性的

基础。梁慧星教授曾论述“民事权利分为具有排他

性的权利，和不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凡是有排他性

的权利，法律都是用刑事责任、侵权责任来保护。凡

是没有排他性的权利，法律只用违约责任来保护，

只追究侵害人的违约责任”[14]。因此在逻辑上有排

他性权利的同时就应有非排他性权利，对公众共用

物使用与享受的这种权利的非排他性属于非排他性

权利范畴。

其次，在时间、空间、数量上，使用公众共用物

的非排他性不同于物权的排他性。第一，在时间与

空间上，物权的排他性是长期的、整体的排他，而使

用与享受公众共用物这种排他是小范围的排他性，

整体上并不具有排他性，同时公众共用物中排他性

与非排他性的轮番转化只是一种短暂现象，具有临

时性、小范围性，这并不能否认公众共用物整体的、

长期的非排他性，除此，公众共用物并不是今天具

有非排他性明天不具有非排他性，其是长期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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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物。因此，在时间上，物权法中物权所支配

的物的排他性是长期的，而公众使用的共用物的排

他性是短暂的，长期是非排他性的；在空间上，物权

所支配的物在整体上是排他性的，而公众使用的共

用物在整体上是非排他性的，空间上的临时性现象

并不能称为排他性，排他性的典型特征是长期性。

第二，在数量上，私法中权利人对物拥有绝对的排

他性，而公众对共用物中大部分数量的使用都是非

排他性的，私法与公众共用物密切交织在一起。例

如长江之水，其自来水厂对其水的使用不是临时性

的，而是长期的使用，加之，自来水公司的水量需求

比较大，因此其对长江之水的使用具有排他性；而

相对于公众为了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而从中饮水使

用而言，显然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需求量只是很小、

很少的一部分，这种使用不具有排他性。再如，矿产

属于国家所有，但不能说私人不能拥有，只是公众

拥有的数量是少量的，如若在大规模使用下需要得

到相应的许可，许可并不意味着是给公众的，而是

控制使用容量的一种手段。因此，公众使用共用物

的非排他性与物权所支配的物的排他性具有显著区

别，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而不能笼统地

适用私法规范。

最后，在功能方面，私法上的物的物权是私

权，追求的是物尽其用，关注的是个人的权利与利

益；而公众共用物上的这种使用权是非排他性权

利，不仅关注私人利益，更关注的是公众的利益，关

注的是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公

众共用物所具有的服务功能价值可谓是人类最重要

的自然财富，提供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食物、提供

生存的良好环境与健康、提供娱乐享受；提供生态

防护与维持功能；为生物多样性提供选择；为后代

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环境与物质等。公众共用物中

尤其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价值具有明显的非排他

性，即使是私法上的物，其功能也可成为公众共用

物的一种类型。例如具有所有权权属的某些森林，

其生态系统功能如涵养水分、净化空气、提供良好

的环境等这些被公众使用与享受是非排他性，公众

可直接、自由、免费地利用与享受这些功能，因此森

林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功能也可称为一种公众共用

物。因此，私法上的物所提供的某些功能也能是公

众共用物类型，其具有整体的、长期的非排他性。

虽然传统民法关注的是物或财产的单一功能或主要

功能，但在国家所有、私人所有之物上具有非排他

性属性的功能也是一种公众共用物类型，公众共用

物的功能是一种综合性功能，不仅关注主要功能，

还包括其他次要功能，例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就是

很好的例证。总之，公众使用的共用物的非排他性

在时间、空间、数量、功能上有别于物权法中的物权

所支配的物的排他性。

三、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决定其法律制度构建   

财产法或物权法制度的核心是所有权制度，但

从历史演进角度看，对公众共用物这一类物、资源或

财产，没有个人、群体、社区或国家能建立公众共用物

所有权制度，即使公众共用物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

化，但对公众共用物而言仍无法用私法所有权来界

定，否则割裂了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因此不能像

拥有私有物那样排他性地拥有公众共用物。正如学

者Per Magnus Wijkman所说“公众共用物是没有一个

决策单元对它拥有排他性所有权的一种资源”[15]。

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主要表现在使用方面，

对其谈所有权不适合，而私法中无论是财产法抑或

物权法都不可避免地谈及财产或物的所有权，这种所

有权的本质属性是排他性，这种财产或物的所有权或

产权是明确的，使得这种财产权或物权所支配的财产

或物具有排他性。而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使用使

其难以确定所有权或产权，因此这种非排他性的资源

所适用的制度不同于传统私法中的法律制度。

（一）从公众共用物的起源看其法律制度构建

公众共用物主要起源于古罗马法中共用物思想

与理论[16]。在古罗马法时，共用物（res communes） 

得到明确规定。古罗马法学家埃流斯·马尔西安在

《法学阶梯》第三卷D.1，8，2，1中指出：“的确，根

据自然法，空气、流水、大海及海滨是共用物（属于

一切人共用）。”[17]而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第二

卷I.2.1.1中明确规定：“确实，按照自然法，为一切

人共有的物是这些：空气、水流、海洋以及由此而

来的海岸。”[18]前者学者翻译成“共用物（一切人共

用）”主要侧重于使用用途，而后者学者翻译成“一

切人共有之物”主要侧重于权属，而本文主要从公

众角度出发，侧重关注其使用，并认为其无法成为

所有权客体，因此采用共用物的译法。再者，研究古

罗马法的学者们对共用物的论述基本也是从使用或

权属（所有权）角度进行论述。例如，民国时期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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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家黄右昌教授认为“共用物者，谓非个人所

得私有，而为万人共用之物也。例如空气、光线、流

水、海洋及海底、海岸等是”[19]。而被誉为中国法学

界“罗马法的活字典”的周枏教授认为共用物“是指

供人类共同享用的东西”，如空气、阳光和海洋、海

岸；并进一步认为“共用物是没有主体的物，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物，不能作为所有权的客体”[20]。而黄风

教授认为共用物是指“共同体成员根据自然法共同

享用的、不归任何个人所有的物品，例如：空气、流

水、大海、海滨等”[21]。除此之外，对于这类物的救

济，在古罗马法中依据“人法物为供公共使用的物。

如有妨碍他人使用的，被认为是侵犯他人的人格，

致害人受侮辱诉的制裁”[22]。在罗马法中共用物是

对所有人开放之物，公众对其使用是非排他性的，

因此法律也对其进行特殊的规制与调整。

（二）从公众共用物的发展看其法律制度构建

两大法系国家受罗马法影响比较深远。古罗马

法时期的共用物理论在法律进程中经历演变，在两

大法系国家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和法律制度。

1.公共信托理论有效管理公众共用物：以美国

为例。美国受英国普通法影响，依据公共信托原则

的相关理念，在自然资源这类公众共用物上形成公

共权利与私人权利。因为“在英美法系，没有绝对、

单一的所有权概念，财产所有权根据社会生活的需

要可以灵活组合和分解”[23]。由于公共信托理论在

美国得到不断发展，尤其是1970年约瑟夫·萨克斯

教授所发表的《自然资源法中的公共信托原则理

论：有效的司法干预》[24]一文，将公共信托原则与

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领域，开启环境公共信托

新时代。因此，美国在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上同时

存在公共信托所有权（或公共权利）与私权性所有

权（私人权利），并通过公共信托原则与理论来有

效协调两者，显然公众在公共权利下，对自然资源

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美国主要形成公

共信托法律制度对这类资源进行有效管理，且这类

物的救济可通过公民诉讼方式来实现。

 2 .公众共用物法律专门化：以英国为例。在

英国，有一系列的公众共用物法律（《commons 

act》），其中英国公众共用物主要包括共用地、城

镇或乡村绿地，并形成的主要制度有：第一，公众

进入或使用共用物制度，如1845年《圈地法》、1876

年《公众共用物法》、1877年《新森林法》、1878年

《埃平森林法》、1884年《莫尔文丘陵法》、1899

年《公众共用物法》、1906年《公共健康法》和《开

放空间法》、1907年与1971年《国家信托法》、1925

年《财产法》、1949年《国家公园和乡村进入法》、

2000年《乡村和道路登记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所

形成的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25]。第二，共用

地、城镇或乡村绿地的管理或规制的相关法律依

据与制度，如1866年到1898年《大城市公众共用物

法》、1876年《公众共用物法》、1899年《公众共用

物法》、1908年《公众共用物法》、1925年《财产

法》第193条、1907年和1971年《国家信托法》、1949

年《国家公园和乡村进入法》、1968年《乡村法》、

2000年《乡村和道路登记法》等进行管理和规制，

并还通过土壤管理者对共用地进行管理，对非大城

市公众共用物进行分类规制，对共用物进行地方法

律规制，对自然保留区和特殊的科学历史文化古迹

或遗址通过通知、特殊命令等来加以管理，并建立

共用物防护权利义务制度，规制共用地上机动车的

行驶等[26]。第三，共用地或城镇或乡村绿地使用制

度主要涉及对所有者所有权的限制，对共用者权利

的限制以及刑法课以的限制，其中对所有权的限制：

主要基于公众进入，共用地的关闭，共用地的重新

登记，所有权的丧失，以及通过政府部门、地方机

构或公共团体所获得的共用地或城镇或乡村绿地，

以及通过协商交易所获得的共用地或城镇或乡村

绿地这些方面的具体限制[27]。除此之外，还有公众

共用物登记法律制度等，这些法律与制度对英国公

众共用物进行有效保护与管理。

3.公产（物）理论对公众共用物的影响：以法、

德为例。在大陆法系中，如法国公产制度，主要强调

公所有权，其中公众对供公众直接使用财产部分的

使用是非排他性的，并且这种公所有权与《法国民

法典》中的国家所有权又有所区别。根据《法国民法

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国家管理的道路、公路、

市街、可航行或可放排的河流、海岸、海滩、港口、小

港口、碇泊场以及一般不得私有的法国领土部分，均

被认为国有财产。”第七百一十三条规定：“无主的财

产，归国家所有。”第七百一十四条规定：“不属于任

何人的物件，其使用权属于大众。治安法律规定此类

物件的使用方法。”[28]属于国家所有的国有财产在法

国公产法中只是一部分，如1957年《国有财产法典》

第二条规定：“国有财产中，由于本身性质或由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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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定的用途而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的属于公产。”然

而，这种以财产性质为依据的分类标准并未得到采

纳，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为私产，如私有水流，私有

道路等，同时如阳光、空气等环境要素，虽依性质，

不能作为私产但政府也无法支配所以也无法成为公

产，随之采纳的是法院判例所产生的公产和私产区

分标准，其中公产主要包括公众直接使用的公产、

公务用公产、和公产接触的物体[29]。依据古罗马法，

共用物是不属于任何人的物件中一种，但法国民法

规定其使用权归大众，显然这种使用权是非排他性

的。而公产仅涉及小范围的公众共用物，其中有一部

分是国家所有的国有财产，因此，其所形成的公产所

有权并不能笼统套用国家所有权。因此，公众共用物

的保护并不能完全援用公产制度来全面保护。

除此，在德国与日本公物法中，公物中仅涉及

公众共用物一小部分，对环境、阳光、空气等环境要

素、自然生态空间、生态系统功能等都未涉及。加之

德国公物法在公物权利上的归属不同于法国公产权

利归属，前者原则上适用民法规定，适用“修正的私

有财产权”[30]，具有可转让性，当公物受到损害或

毁损时可请求私法上的损害赔偿与公法上的补偿，

例外才适用公法规制，而后者原则上适用公法规

范，并适用公所有权，具有不可转让性。因此，公众

共用物基于其非排他性属性，难以设定私法上的所

有权，因而即使公法如行政法中公产或公物法也无

法有效规制公众共用物，因此公众共用物需要突破

传统私法与公法的束缚而进行特殊规制。

四、我国应重视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并构建相

应的开放进入使用制度 

（一）结论：非排他性是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

非排他性作为公众共用物最基本的属性，它是

决定一种资源、物品、财产、资本及其服务功能或空

间是否属于公众共用物的一个重要属性。因此，物

是否为公众共用物，判定的首要条件与标准是看其

是否具有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公众共用物的本质

属性。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或主体

对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或享受不能排除其他人或主体

对其使用或享受。美国学者布雷克·哈德逊总结道：

“尽管公众共用物分析可能适用于资源种类持续

扩展，公众共用物学者已设定两个关键要素来定义

公众共用物资源：可消耗性/非用之不竭性（或竞争

性）和非排他性”[31]。所以公众共用物资源无论是

人工的或自然的，非排他性是主要的，任何一个人在

公众共用物资源系统中利用和享受资源难以排除其

他人对其使用（或排除其他人很困难），这就是公

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属性。

非排他性是公众共用物根本性的属性，使其不

像私法中的物一样具有专属性，私法中的物，权利

主体对其拥有绝对的、完全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

排他性的、专属性的。而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属

性揭示要精确地明确公众共用物的所有权地位是极

其困难的，因为其具有非专属性。除此，公众共用物

具有共享性，没有你我之分，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

财产或者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财产，因此公众共用

物是公众共享之物。正是由于其是一种公众共同分

享之物，目前并没有一个坚固的法律主体对其进行

有效管理，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法学理论体

系对其进行有效指引或规制。因此，对于非排他性、

非专属性的共享之物——公众共用物，其法律制度

的构建需要国际合作，需要突破传统私法思维进行

制度构建。

（二）我国应构建符合公众共用物非排他性属性

要求的开放进入使用制度 

在我国，《物权法》对公众共用物并没有规定，

但我国民法典编纂中逐渐关注到此类物，主要体

现在2015年6月24日《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

稿（提交稿）》之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

一百零五条中，公众共用物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处于

不断探索阶段。 

总之，在现有的财产制度下，不能完全按照财产

法或物权法来解释公众共用物相关问题，如公众共

用物不能像私有物一样被自由交易（出售、买卖）、

转让或占有。因此，公众共用物无法完全套用现有的

财产法制度。从公众共用物起源、发展来看，其在现

代社会中仍保留着古罗马法时期的典型属性——非

排他性，这种属性是财产属性（排他性）的反面，这种

属性揭示这类资源对所有人是开放的，公众可自由、

直接、免费地进入或使用，同时这类资源也是不属于

任何人的物（res nullius），因此，这些特征决定公众

共用物所适用的制度将有别于物权法或财产法中的

财产制度。财产制度主要集中在排他性问题上，而非

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主要适用的是开放进入使用制

度。开放进入属于开放使用的一种方式，没有进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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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限制，没有主体限制，即进入或使用是免费的、自

由的、直接的、非排他性的。再者，与公众共用物密

切相关的两个财产权制度是开放进入制度和公共财

产制度，其中开放进入制度主要是指没有一个人或

主体有法律权利排除其他人或主体使用公众共用物

资源，这是非排他性属性的体现，这种开放进入制度

中的开放使用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或财产

权性质；而公共财产制度主要强调的是有一个明确

的群体，其中成员有一束相关的法律权利，包括排除

非成员使用共同资源的权利，这是排他性属性的体

现[32]。公共财产如同环境经济学中所说的“公共产

权资源”或者“共有资源”，它们则是指一种产权安

排，它允许某些集体排斥其他人使用某项资产，从

而保证该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全部流入该集体内

部[33]。因此，公众共用物应适用或构建符合其特征

的开放进入的使用制度，而不是一味地适用公共财

产制度，加之，我国公共财产制度不健全，因此，在

我国法律中应重视开放进入使用制度的构建以有效

地保护并保存这类非排他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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